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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是城市群城市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要素流动的映射表现，

系统地构建其交互作用机制，对于丰富城市群扩张理论和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构建城市群

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二元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共生理论引入

城市群扩张研究中，从城市开发和生态保护二元共生视角提出研究城市用地扩张的新思路。研究表明：(1)城市群

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整体上表现出阶段性特征。(2)由自然、经济社会和空间

三个维度构成的“驱动—协调—约束”共生机制是实现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环

境保护通过分区管控、治理修复与城市用地扩张方面的监测预警、城市更新形成多维交互作用，最终实现二者的共

生发展。(3)基于共生机制框架提出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从而形成高效

集约、生态安全、宜居宜业的城市群国土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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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是高度发达的空间一体化的城市形态，是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1]，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具

有重要推动意义，我国政府规划了 19 个不同发育等级的城市群[2]。城市群作为城市用地扩张最为活跃的区域，正在发生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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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用地扩张，并且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群以及城市用地大规模地侵占生态用地，引发了耕地流失、水资源和能源短缺、

景观破碎化、PM2.5 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群病”[3-5]，给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因此，定量分析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交互作用，系统地构建其二元共生机制，能够丰富城市群扩张理论，同时对优化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规划具有重

要意义。 

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国内外关于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研究逐渐升温。目前，

主要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1)从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环境等单一的生态环境要素视角出发，分析城市用地扩张对

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6-9]，表明城市用地扩张对单一的生态环境要素造成压力，并产生负面影响。(2)从生态环境承载力、生态安

全格局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等视角出发[10-12]，分析生态环境对城市用地扩张造成的影响，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

的频繁出现，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制约作用。(3)从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的视角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

用，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耦合的关系[13-19]。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将城市扩张与生态保护交互作用看作是一种“静态”而非“动

态”的过程，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方面，导致城市扩张与生态保护交互作用过程仍然属于黑盒子，缺乏对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交互作用的定量研究。同时，尚未探讨城市扩张与生态保护之间协调共生的问题。因此，分析城市扩张与生态保

护交互作用以及构建其二元共生机制对深化认识城市群扩张及优化调控至关重要。 

随着湘江新区和长沙南部新城等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及芙蓉大道、洞（井铺）株（洲）路、潭州大道等一体化基

础设施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对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造成巨大压力。鉴于此，本研究利用经济、

社会以及土地等多元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 1995—2018 年期间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共生理论引入城市群扩张研究中，构建城市扩张与生态保护二元共生机制，为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实现“共

赢”提供新思路，以期为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空间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处于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

群等国家战略实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 2025”示范、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多维城市群发展背景融合

阶段。参照相关规划和研究成果，选取城市群都市区为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区，包括长沙市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

区、雨花区、望城区）、株洲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渌口区）、湘潭市区（雨湖区、岳塘区）以及长沙县、

湘潭县
[19-20]

。都市区的行政区划面积为 8629km
2
,2018年末总人口为 912.58 万人，GDP 为 9175.78 亿元，建成区面积为1038.51km

2
。

1995—2018年期间，研究区城市用地面积增加了 679.55km2，是整个城市群中城市用地扩张和生态环境变化最活跃的区域。 

1.2 数据来源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数据来源于 1996—2019年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以及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统计年鉴和

政府工作报告。土地利用数据是利用 LandsatTM/ETM 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类得到，整个分类过程包括影像预处理、感兴趣区选

取、影像监督分类、精度验证，并按照生态一般用地（包括林地、草地和水域）、工业用地、城市用地等类别进行合并计算。另

外，建成区的 GDP 密度和人口密度来源于建成区范围内 GDP 密度和人口密度的平均值；生态绿心补偿投入来源于涉及生态绿心

地区的县（区）政府工作报告；都市农业增加值尚未纳入湖南省统计口径，本研究以农业增加值为依据，参照广州市都市农业

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对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增加值进行计算。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之间的维度和大小差异，本研究使

用极大值和极小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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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ij是第 i个系统 j指标的值；Xij是Zij标准化值；maxZij和 minZij是 Zij中最大值和最小值。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框架和指标筛选 

(1)研究框架。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要素流动的映射表现。本研究从

压力、状态和响应等 3 个层面构建了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交互作用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城市用地

呈现增长的趋势，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提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也逐渐加大。这种“压力”

又推动城市用地面积和土地开发强度的变化，改变城市用地的“状态”来影响生态环境。最终，生态环境在自我调节和管理干

预的共同作用下从“压力”增长和“状态”变化的视角来“响应”处理人类行为的干扰[21]。 

压力系统。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22-24]。经济发展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用

地面积的增加，生产、生活等方面需要消耗更多的水、电以及能源等资源来提高经济总量和社会质量，导致资源出现短缺和城

市发展不可持续[25-27]。此外，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可能通过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起区域跨界污染。社会发

展方面，城市用地扩张增加了城市容量和居住空间，提高了居民收入和车辆数量，直接加剧了环境污染
[28]
。此外，居民对文化、

娱乐、健康等方面需求的提高，导致出现了更加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压力[29]。 

状态系统。压力系统将推动土地利用状态的变化，包括城市用地扩张规模和城市用地扩张质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30-31]。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大小，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作用。其中，现有研究发现当城市用地规模超过资源承载

力最大阈值后，就会产生负向影响，造成生态环境风险上升[32-33]。城市用地扩张质量的高低，对土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影响。其

中，农业用地、生态用地转向城市用地的有序程度决定城市用地扩张质量[27,34]。同时，城市用地扩张质量的高低和生态空间的增

减都对区域碳循环产生巨大的影响[33,35-36]。 

响应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是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响应结果。生态系统通过资源消耗、环境约束以及环境负荷三

个方面进行响应[27]。其中，资源消耗方面，区域经济的增长需要对资源进行消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和污染控制技术的落后，

污染排放和环境状况将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和不可持续化[9,21,37]。环境约束和环境负荷两个方面，是生态系统响应的重要内

容，能够直接反映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城市用地扩张强度越高，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越多，生态系统就越脆弱。另

外，生态治理是社会经济高质量的反映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包括生态补偿机制、环境保护投资以及非点源污染治理[38-40]。 

(2)指标筛选。结合上述研究框架，参照现有研究结果[23,35,40-41]，构建了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交互作用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压力系统的综合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从人均 GDP、都市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等方面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社会发展主要从人口、收入水平、科技创新等方面影响生态环境状况。城市用地规模和质

量是状态系统的综合反映，通过扩张规模水平、扩张质量水平等指标体现。从资源消耗、环境约束、环境负荷以及生态治理等

方面表征生态环境的响应系统，通过生态空间规模、环境治理投资规模、工业固废处理率等指标体现。 

1.3.2 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机制灰色关联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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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系数和关联度。邓聚龙[42]于 1982 年首次提出灰色关联度模型，用于研究不确定性系统。通过对比两个系统时间序

列的几何相似程度，其形状相似程度越高，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也越高。本研究运用该方法探索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

保护指标之间的几何相似性，计算两个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确定其交互作用强度。 

 

式中：ξij(t)为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两个系统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Δmax 和 Δmin 分别为两个系统指标之间的

差异最大值和最小值；ρ 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为 0.5；γij为两个系统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k 为城市用地扩张系统包含指标

的数量。 

(2)关联度分级。根据公式（4）对 ξij(t)求平均值，得到各个时期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两个系统指

标之间的关联程度γij。γij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关联程度越高；反之则反。参照相关对关联程度分级的研究[9]，其中，

0<γij≤0.35 时，指标之间关联程度低；0.35<γij≤0.65，指标之间关联程度中等；0.65<γij≤0.85 时，指标之间关联程度高；

0.85<γij≤1.00时，指标之间关联程度极高。 

(3)胁迫作用程度。根据公式（5）计算城市用地扩张系统中的各个一级指标层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所有指标的关联度，然

后对各个一级指标层相应的关联度求平均值，即为城市用地扩张各个一级指标层对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的胁迫作用： 

 

式中：ci为胁迫指数，指数越高，胁迫作用越强；E 为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指标的数量；S 为城市用地扩张系统各个一级指标

层的指标数量。同理，可计算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各个一级指标层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程度。 

2 结果分析 

2.1 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 

城市用地的实质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城市开发所有的人为活动，因此，本研究将

经济社会压力和土地利用状态两个系统的要素归纳到城市用地扩张系统。利用公式（4）和（5）对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要素关联程度进行测算，并对不同时期指标之间的关联度求平均值，得到两个系统指标关联度表，用于计算城市用地扩

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交互作用强度。 

2.1.1 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胁迫作用 

城市用地扩张、人口增长和经济集聚对城市群生态环境具有明显影响，可以看出，影响最为显著的 3 项指标为工业增加值

占比（0.669）、人均道路面积（0.656）、工业用地面积占比（0.654），表明工业的发展、城市用地的规模扩大对城市群生态环

境的影响显著。从各个子系统来看，研究期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扩张规模水平以及扩张质量水平对生态环境产生

的胁迫作用趋于减弱（图 1）。1995—2000 年，经济发展水平的胁迫作用最强，胁迫指数为 0.658，扩张规模水平、扩张质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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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次之，胁迫指数依次为 0.652、0.646、0.628。2000—2005 年，扩张规模水平的胁迫作用最强，胁迫指数

为 0.646，经济发展水平、扩张质量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次之，胁迫指数依次为 0.645、0.634、0.616。2005—2010 年期间，

扩张规模水平的胁迫作用最强，胁迫指数为 0.643，经济发展水平、扩张质量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次之，胁迫指数依次为 0.641、

0.625、0.621。2010—2015 年，扩张规模水平的胁迫作用最强，胁迫指数为 0.649，经济发展水平、扩张质量水平以及社会发

展水平次之，胁迫指数依次为 0.628、0.615、0.603。2015—2018 年，扩张规模水平的胁迫作用最强，胁迫指数为 0.622，经济

发展水平、扩张质量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次之，胁迫指数依次为 0.613、0.590、0.587。 

2.1.2 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 

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各要素对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较强的约束作用，可以看出，影响最为显著的 3 项指标为水资源总量

（0.682）、生态绿心补偿投入（0.671）、生态一般用地面积（0.669），反映城市群的生态绿心的保护、水资源的短缺以及生态

空间的需求是约束城市群无序扩张的主要因素。从各个子系统来看，研究期间，生态现状、环境治理、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负荷

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大小呈现波动性减弱的特征（图 2）。1995—2000 年，生态现状的约束作用最强，约束指数为 0.682，

环境治理、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负荷次之，约束指数依次为 0.662、0.591、0.565。2000—2005 年期间，生态现状的约束作用最

强，约束指数为 0.684，环境治理、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负荷次之，约束指数依次为 0.670、0.596、0.582。2005—2010 年，生态

现状的约束作用最强，约束指数为 0.676，环境治理、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负荷次之，约束指数依次为 0.638、0.621、0.601。

2010—2015年，生态现状的约束作用最强，约束指数为 0.668，资源消耗、环境治理以及环境负荷次之，约束指数依次为 0.628、

0.625、0.586。2015—2018 年，生态现状的约束作用最强，约束指数为 0.649，资源消耗、环境治理以及环境负荷次之，约束

指数依次为 0.613、0.606、0.571。 

 

图 1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胁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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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生态环境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 

2.2 基于共生理念的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机制分析 

城市用地扩张既要满足城市群发展的需求，又要形成最优化的国土空间。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机制的目标就

是协调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保护生态功能为前提，研究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扩张质量与

扩张机制，同时，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生态功能，实现生态多功能复合价值的提升，通过绿色发展、共享发展、

协调发展等策略，最终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城市用地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而生态环境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共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

优化，该理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中，当控制参数达到某个阈值时，系统内所有元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关系将取代相对独立和相

互竞争的关系[43]，该理论不仅用于生物之间的关系，还被运用到城市群尺度的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生产生活对

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需要用共生作用来减缓，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限制。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因此，基于共生理论从“驱动—协调—约束”机制体系提

出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共生机制（图 3）。其中，约束机制包括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等因素，是城市群共生机制形

成的基础因素；驱动机制包括人口集聚、创新驱动、城镇化等因素，是城市群共生机制形成的动力因素；协调机制包括交通、

信息等空间要素流，主要受政府规划和政策的影响，是城市群共生机制形成的调控因素。三大机制不是独立作用于共生机制，

而是综合作用于城市群共生机制的形成。约束机制包括自然、生态等基础性因素，降低对驱动机制的制约作用，同时提升协调

机制的相互作用；驱动机制包括经济、社会等驱动性因素，降低对约束机制的胁迫作用，同时，引导和调控协调机制；协调机

制包括规划调控、引导政策等调控性因素，降低对约束机制的胁迫作用，同时对驱动机制进行反馈与调整。 

2.2.1 自然维度：二元共生的约束机制 

资源消耗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逐年增加，表明水、土地、能源等资源短缺能够阻碍城市用地扩张。自然维度包括地

形、自然、生态环境等因素，是多要素的集合。对于城市用地扩张来说，自然系统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基础，决定了扩张的规模

和方向。城市用地扩张导致自然维度的破坏，引发自然系统的平衡失调，从而制约着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机制形

成。因此，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应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简称“两山”理论），缓解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带来的

国土开发压力。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进行分区管控和修复治理，并实时监测资源环境承载力，划定生态安全格局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线，避免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共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共同体，保障城市群的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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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机制 

2.2.2 经济社会维度：二元共生的驱动机制 

环境负荷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先增加后减少，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增加了环境治理的成本，使

得环境现状和生态现状得到改善，从而驱动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机制形成。城市群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

经济活动从第一产业（农村地区）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加大了环境的负荷。因此，

从经济维度来看，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用地扩张对集聚效应的经济红利进行重塑和提升，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应该依托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重点发展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壮大高端生产服务业。

此外，从社会维度来看，继续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制定国土空

间规划，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益，推动城市群城市用地的高效集约扩张。 

2.2.3 空间维度：二元共生的协调机制 

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除了自然维度和经济社会维度以外，空间维度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城市群区域间缺乏产业的空间联动，城市用地存在无序扩张现象，以上问题从空间维度影响着生态系统健康。空

间联动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其他市、县的功能和

定位日趋清晰，产业分工和产业合理梯度分配效益逐步明显，空间相互作用和利益协调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其他市、县整合

起来，推动其他市、县的城市用地向核心城市靠拢。因此，从空间维度来看，城市群应该注重区域间的空间联动与共享，进一

步设计有效的利益机制，整合区域的内部资源和发展要素，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挖掘现有城市用地潜力，协调生态空间限制和

开发空间需求，形成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二元共生格局，构建起宜居宜业的国土空间结构。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本文通过灰色关联模型量化两者之间的胁迫作用和制约

作用，并试图基于共生理论从自然、经济社会和空间三个维度，提出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共生机制，对城市群实

现空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交互作用整体上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其中，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胁迫作用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扩张规模水平以及扩张质量水平都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胁迫作用，且呈现

减弱的趋势；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制约作用方面，生态现状、环境治理、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负荷对城市用地

扩张的约束作用呈现波动性减弱的趋势。 

(2)城市用地扩张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生态环境保护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自然、经济

社会和空间三个维度构成的“驱动—协调—约束”共生机制是实现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共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保

护通过分区管控、治理修复与城市扩张方面的监测预警、城市更新形成多维交互作用，最终实现二者的共生发展。 

3.2 讨论 

(1)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扩张规模水平、扩张质量水平 4个子系统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明显的胁迫作用。其中，

工业增加值占比、人均道路面积、工业用地面积占比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胁迫作用最强，表明工业规模和城市用地扩张导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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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发展、资源过度消耗，从而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胁迫作用。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即单方面追求工业增加值和城市用

地扩张导致用地效率下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同时，胁迫作用变化趋势与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创新驱动等发展战略目

标相适应，随着长株潭城市群推动生产、生活的方式向绿色、生态、环保的方式转变，城市用地扩张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有所提升。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土空间新要求的提出，城市群空间管控意识和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群发展

逐渐转向内涵式和集约化发展，无序扩张的现象有所控制，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有所减弱。 

资源消耗、环境负荷、生态现状、环境治理 4 个子系统对城市用地扩张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其中，水资源总量、生态绿

心补偿投入、生态一般用地面积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约束作用最强，表明水资源的不足、生态用地保护是城市用地扩张主要的制

约因素。城市用地扩张需要水资源支撑，而生态用地保护是以国土空间管控的方式控制城市用地扩张，从而对城市用地扩张产

生约束作用。与刘菁华等
[11]

研究结果相吻合，即水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空间管控能够制约城市用地扩张。此外，严格的环境管控

政策能够减轻大气、土壤等污染，对城市群的人居环境发展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从而使得整个研究期间环境治理对城市用地

扩张的约束作用逐渐降低。但是，目前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治的体制尚未成熟，限制了改善生态环境

现状的效率，同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治理成本的加大必会增加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从而制约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地区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交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除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外，政策和规划

对两者之间的胁迫和约束作用也会产生影响[44]，诸如政策制度、产业结构升级、土地利用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但政策和规

划影响强度存在难以量化的问题。因此，后续研究中应运用合适的模型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进一步剖析城市群地区城市用

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交互作用的影响因素。 

(2)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胁迫作用整体上呈现减弱的趋势，而城市群城市用地需求持续增加将继续对生态环境

造成压力。因此，为了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共生发展，需要将生态文明融入城市群国土空间发展规划，

尽快划定城市群的开发边界，严格控制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和模式；构建多层次的土地集约利用体系，有利于促进生态

型城市群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进一步剖析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

影响机制，制定国土空间协同发展战略，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群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城市之间的生态共建环境共治，

贯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高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经济增长的协同程度，将城市群开发

边界与人口、经济挂钩，避免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过快，逐步实现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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